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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行政信访
中,什么类型的信访诉求更可能
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 基于 A市
的群众来访数据,文章综合考察
了信访的各种特征(如信访强度、
诉求 内 容 以 及 访 民 个 体 特 征
等)与政府回应之间的关系。文
章将行政信访中的政府回应分为
“初次回应”和“二次回应”两种。
“初次回应”指信访部门在群众来
访现场对来访人的接谈方式,分
为“告知”和“室谈”两种,以后者
的回应更为积极。“二次回应”是
信访部门对信访诉求作出的正式
办理,本文主要有“转送”和“交
办”两种方式,以后者更为积极。
统计分析发现:(1)在信访的诸多
特征中,信访强度是唯一一个与
政府回应方式显著相关的因素;
信访强度表现在信访规模和信访
频率两个方面;(2)虽然没有明确
规定,但政府对群众来访的初次
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的
二次回应方式,表现在室谈过的
来访更有可能得到交办。除此之
外,未发现信访的其他特征与政
府回应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
显著关系。这些发现将丰富学术
界对行政信访过程中民众诉求与
政府回应之间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 行政信访,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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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atkindofpetitionsare more

likelytogetactiveresponsivenessofthelocalgov-

ernment? Usingempiricaldataofpetitionsincity
A,thisstudyattemptstoanswerthisquestion.Itis

foundthattheintensityofpetition,operationalized

intopetitionsizeandpetitionfrequencyis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governmentresponsiveness.Other

featuresofpetitionincludingthesocialeconomicat-

tributesofthepetitionersandthepetitiondemands

havenostatisticalrelationswithgovernmentrespon-

siveness. We further operationalize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intotwosequentialtypes,theimme-

diateresponseandthefinalresponse.Controllingthe

featuresofpetitionsandpetitioners,itisfoundthat

immediateresponsesignificantlyaffectsthewayof

thefinalresponse.Thesefindingsupdateempirical

evidencetoscholarlyunderstandingofpetitionpoli-

ticsincontemporary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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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 题 的 提 出

哪些因素可能影响信访部门对群众来访诉求的办理? 当群众将诉

求带到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时,信访工作机构需要作出如下反应:他们要

对来访群众进行接谈,了解他们的来访诉求;对来访诉求是否属于行政

信访范畴作出初步判断,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之后,信访工作

机构须对已受理的群众信访事项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作出具体办理决

定。一般来讲,有四种办理方式可供信访工作机构(县级以上)选择:第

一,由该信访机构直接受理;第二,转送,将事项转送本级或下一级政府

或其工作部门处理;第三,交办,将事项直接交办给相关行政机关处理,

并要求其在指定办理期限内反馈结果,提交办结报告;第四,上报,如果

信访事项紧急且情况重大,则应当及时提出建议,上报本级政府决定。

在这四种方式中,最普遍常用的是转送和交办这两种。本研究使

用的实证材料———A市政府信访办接到的群众来访诉求以及信访办对

这些诉求的处理,也显示,该市信访办对群众来访的处理方式主要就是

“转送”与“交办”两种。

“转送”与“交办”在处理力度上有所不同。虽然都是转给其他行政

机关处理,但交办比转送有进一步的要求———交办单位收到承办单位

的处理结果之后,还需要对结果进行审核;审核通过,该事项才算办结,

否则,承办单位就须重新办理,重新向交办单位提交处理结果,重新接

受其审核,直至审核通过为止。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交办”比“转送”的

办理力度更大。我们也可以合理推论,得到交办办理的信访诉求的回

应性比仅仅是转送办理的更强。

既然“交办”和“转送”在办理强度和回应性上存在强弱差异,那么,

可能有哪些因素影响到信访工作机构作出“交办”或“转送”的决定? 是

信访诉求本身的内容,还是信访行为的强度(信访规模、信访频率),或

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本研究就从这个问题出发,尝试利用信访实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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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来分析哪些因素更可能导致信访工作机构作出“交办”的处理决定。

本研究使用 的 实 证 资 料 是 A 市 政 府 信 访 工 作 机 构(市 信 访 办)在

2014年6月一个月内登记在案的所有群众来访信息以及信访办对这

些来访的处理结果。

二、哪些因素影响政府对民众信访的回应性?

在信访研究中,比较少学者通过定量方法分析常规行政信访过程

中群众来访与政府应对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相关领域———比如网络

问政和社会抗争的研究中有丰富的文献讨论民众诉求表达与政府回应

之间的关系。

对网络问政的研究普遍发现地方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存在高度

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与民众表达的诉求的具体特征息息相关。比如说,

政府对不同议题领域的诉求的回应不同,城市建设、交通、企业等经济

类议题通常能得到政府更积极的回应,而医疗卫生、社会治安、教育等

民生福利类议题的政府回应性则较低(孟天广和李锋,2015)。再比如

说,民众表达诉求的复杂程度也会影响政府的回应偏好,单一诉求相比

多个诉求更容易得到政府回应(SuandMeng,2016)。甚至民众表达

诉求的语言风格都可能影响政府的回应。但对于这一点,不同研究有

不同的发现;有研究认为积极的表达更易得到回复,有的则认为威胁性

的表达更可能得到政府的重视(Chenetal.,2016)。此外,政府解决相

关诉求所要花费的成本也是政府是否优先回应的重要考量因素(Cai

andZhou,2019)。

在社会抗争研究领域,学者讨论较多的是民众上访的具体个案,尤

其是那些没有严格按照法定范畴进行的上访行为,比如“集体访”“越级

访”和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等。从不少研究所展现的个案来看,给

地方政府带来应对压力的信访时常在多个维度上表现出异常特征———

它们同时具备聚集性、越级性和对抗性等特征。有信访干部撰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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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集体访中,有60%左右没有向基层政府反映,而是直接去了

省甚至中央(陈材佑,2001)。集体访如果得不到及时回应就可能发展

成为具有一定对抗性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因存在维稳风险而被

地方政府视为“敏感”事件。为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地方的应

对也慎之又慎,除了尽量满足访民的合理要求之外,有时也会出现对不

合理诉求的过度回应,出现所谓“花钱买稳定”的现象(张永宏和李静

君,2012)。

除了集体访,重复信访也是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但学术界针对重

复信访的研究并不多(傅广宛,2019)。所谓重复信访,即信访人因同一

事项多次信访。当重复信访得不到及时解决的时候,它们就形成存在

稳定风险的信访积案。而政府对信访积案的重视程度也异乎寻常。从

2020年下半年,中央信访工作联系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

“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随后两年时间内,国家信访

局就这项工作的落实情况对地方启动督办行动,截至2022年5月底,

共有78批次279人分赴各地调研督导;各地政府也通过多种办法处理

重复信访问题。根据国家信访局公布的资料,截至2021年9月底,中

央信访联席办交办的重复信访和信访积案化解率超过90%。①由此可

见政府对重复信访的重视程度。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来看,人们通过线上表达或线下行动的方式向

政府表达诉求,而人们表达诉求的方式———集体的、重复的、越级的,以

及诉求本身的特征———其复杂程度与解决起来的难易程度等,都可能

影响政府的具体应对。

本文所要分析的行政信访中的“来人访”也是民众向政府表达诉求

的典型方式,但它有别于上述文献所讨论的线上表达或线下上访事件。

首先,不同于线上信访,来人访是一种线下诉求表达行为,民众通过亲

身前往信访部门的方式表达诉求;其次,不同于可能前往多个地点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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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性事件,“来人访”是民众向专门接收民众意见的信访机关提出

诉求,是一种相对制度内的表达行为;第三,信访部门对“来人访”的回

应有明确的、制度化的程序,这不同于政府在应对集体性事件时可能采

取的非常规回应方式。

在明确的制度规范下,信访部门对民众来访的回应方式通常只有

有限的几种,最为常见的是“转送”同级或下级部门处理,或者“交办”下

级政府处理。被“交办”的诉求,虽不一定得到完全解决,但相应部门至

少须以更重视的态度、通过更实际的过程对诉求作出处理。在实践中,

只有较少量诉求能够得到交办处理;而对于前往信访部门表达诉求的

民众来说,得到“交办”处理无疑是他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本文通过分

析 A 市(直辖市)信访局的来访数据试图了解什么类型的民众来访更

可能得到信访部门的“交办”处理? 具体而言,来访人的特征,来访的规

模、频率,以及诉求类型是否和信访部门的处理方式存在联系?

三、行政信访中的政府回应

在行政信访过程中,对于信访部门如何回应民众来访,相关行政法

规有着明确的规范。根据最新实施的《信访工作条例》以及地方相关行

政法规的规定,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在收到信访事项后要分“接谈”和“办

理”这两个步骤对信访事项作出回应。

(一)初次回应:接谈

接谈,即信访部门在民众来访时作出的现场即时回应。接谈的目

的是对来访诉求作初步筛查,确定是否受理该信访事项。有三种情况

不在受理范围内:(1)属于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职权

范围内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须告知信访人分别向相关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2)已经或依法应当通过

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3)信访事项已经受

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

501



■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七辑

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对不予受理的来访,信

访机关要进行疏导和分流,并就相关政策程序向来访人作出说明和

解释。

对于受理范围的来访,在登记基本信息后就进入接谈程序。有两

种常见的接谈方式,一为“告知”,二为“室谈”。“告知”就是直接在信访

接待窗口了解并记录信访人的信访诉求,这是最常规的初次回应方式。

“室谈”则是将来访人安排进专门的接谈会议室进行更详尽充分的交

流。相比告知,室谈让来访人有更充分的时间向信访干部详细陈述诉

求和理由,来访人也能有更多机会与信访干部互动,这些细节都可能让

信访干部在后续的工作中重点处理相关诉求。

(二)二次回应:办理

信访工作机构对信访事项作出初次回应后,须在之后的15个工作

日内根据相关政策法规作出二次回应。一般而言,在二次回应中,信访

机构可对来访诉求作出以下任意一种处理———“转送”“交办”“上报”或

“直接受理”。其中,“转送”和“交办”都须将信访事项转交给具体行政

部门办理,“上报”是将信访事项提交给同级党委或政府处理,而“直接

受理”则是由信访机构直接答复来访人,不再转交或上报给其他单位。

在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二次回应方式是前两种,即“转送”或“交

办”。在本研究所分析的一千多个经验案例中,A市信访办对群众来访

的二次回应只使用了“转送”和“交办”两种方式。因为这一原因,我们

将着重介绍这两种应对方式的特点。

1.转送。根据最新的《信访工作条例》的规定,转送有两种类型,一

是本级转送,二是下级转送。

本级转送,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将依照法定职责属

于本级人民政府或其工作部门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转送给有权处理

的行政机关。比如,市信访局收到对该市环保局的信访事项后,可直接

将该事项转送市环保局。如果是对环保局局长的投诉,则要转送市人

民政府。对于情况重大、紧急的信访事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

机构应当及时提出建议,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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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转送,即当信访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时,应由

受理信访事项的信访机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直接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

作机构。比如,市信访局接到反映该市某村征地拆迁问题的信访投诉,

市信访局可将此信访事项转送该村所在区县人民政府。为了实现上下

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之间信访事项转送和办理情况的互通,《信访

工作条例》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要定期向下一级人

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通报报送情况,下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要定

期向上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报告转送信访事项的办理情况。

2.交办。相对于转送,交办方式对被交办单位办理信访事项的要

求更为直接与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信访工作机构有权将信访事

项“交办”本级或下级行政机关处理。承办单位须在指定期限内向交办

单位反馈结果,提交办结报告。交办单位对办结报告进行审核;审核通

过后才可终结该信访事项。如果交办单位对办理结果不满,则可将信

访事项退回承办单位重新办理,重新提交交办单位,直至交办单位审核

通过才可终结该信访事项。

可见,交办与转送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要求承办单位在规定时间

内将办理结果正式反馈给交办单位,并且只有在交办单位审核同意的

情况下才可申请办结。相比之下,转送则不硬性要求反馈结果,也无须

承办单位进行审核。显然,交办比转送的办理力度更强,也牵涉更多行

政资源和行政注意力。因此,能让信访部门采取交办方式办理的信访

诉求一定在某些方面让信访部门觉得更加重要。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

在于探知这些方面,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信访诉求更可能

得到交办而非转送?

四、资料概况与变量描述

研究使用的实证材料是 A市信访局在2014年6月登记在册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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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群众来访记录,共计1185个个案条目。来访登记信息中包含来访

人年龄、性别、来访次数、来访人数、来访事项摘要、接谈方式和办理方

式等对本研究分析有用的信息。经过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从中提取

信访事项处理方式这一因变量及五个自变量,分别为来访人性别、年

龄、次数、人数、来访事项性质(是否为行政信访)以及接谈方式。变量

的描述统计见表1。

(一)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行政信访中的政府回应,我们将其操作化为信

访机关对群众来访的前后两次回应,分别是初次回应中的告知或室谈,

以及二次回应中的转送或交办。根据上文的分析,初次回应中的室谈

和二次回应中的交办相对于告知和转送都是强度较大的回应方式。因

此,我们将室谈和交办作为强回应方式,并赋值为1;将告知和转送作

为弱回应方式,赋值为0。在下文的统计分析中,我们试图发现信访的

哪些特征与信访机关的强回应有关联。

如表1所示,A 市信访机关在2014年6月这一个月中共接到

1185件群众来访。其中158件在信访机关的初次回应中得到室谈处

理,约占全部个案的13%左右;16件在二次回应中得到交办处理。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N=1185)

变  量 样本量 均值/百分比 最小值 最大值

初次回应

  室谈(1)
  窗口(0)

158
1027

13.33%
86.67%

二次回应

  交办(1)
  转送(0)

16
1169

1.35%
98.65%

信访人性别

  男(1)
  女(0)

541
641

45.65%
54.35%

信访人年龄 1185 57(SD=11) 2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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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样本量 均值/百分比 最小值 最大值

信访次数(次) 1185 11(SD=17) 1 116

信访人数(人) 1185 2(SD=4) 1 65

诉求类别(是否行政信访)
  是(1)
  否(0)

886
301

74.64%
25.36%

  (二)自变量

1.信访人的个体特征,包括其性别与年龄。从表1可见,来访人中

女性比率高于男性,占总体的54.34%。从年龄结构来看,上访人的平

均年龄为57岁;其中,年龄最长者为90岁高龄,而最年轻者仅22岁。

如果按性别来看,男女上访群体的平均年龄相仿,均为57岁左右;但是

从人数分布来看,女性上访人更加集中在平均年龄段,而男性上访人的

年龄则更多样化一些,较年轻和较年长的上访人都比女性更多(见图1)。

 

图1 按性别呈现的A市信访人群的年龄分布(N=1185)

2.信访诉求内容,指信访诉求所涉及的议题领域。过去的研究认

为征地拆迁、城市管理、民生议题、劳动争议等是不同地区普遍存在的

信访诉求类型(蒋冰晶,2012)。这几类问题也是本研究所分析的 A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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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来访的主要缘由。如表2所示,占群众来访诉求比率最高的是征

地拆迁类纠纷,占了该市来访总量的近四分之一;另外两类占比较高的

纠纷类型分别是针对公安机关(约占17%)和法院(约占13%)的信访;

除此之外,民生问题和劳动争议也是来访中比较集中的问题领域。

为了对诉求内容作更集中的分类,根据来访诉求是否属于行政信

访的法定范畴进一步将诉求分为“行政信访”和“非行政信访”两大类

(夏瑛,2019)。所谓“行政信访”,即根据《信访工作条例》及地方相关法

规规定应该由政府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诉求;而“非行政信访”则主要

指应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纠纷,也即是“涉法涉诉”类纠纷。根据这

样的定义,我们将明确针对法院的信访以及依照法律规定应该由司法

系统处理的纠纷———劳动争议和民事纠纷归为“非行政信访”,其他诉

求则为“行政信访”,涉及征地拆迁、公安信访、民生诉求、城市管理、农

村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干部检举、复查复核以及咨询建议九个方面。

根据这个分类,A市群众来访中有约四分之一属于“非行政信访”。虽

然按照相关规定,政府信访机关可以将这类来访导入司法系统处理,但

实际上,这类信访还是在行政信访系统中得到了积极回应。

表2 A市群众信访的诉求类型(N=1185)

信访诉求
类型

信访诉求
次类型

说  明 占比

行政信访

城市管理 违建、城管 5.56%

农村问题
宅基地、承包地等农村土地纠纷;村民
待遇纠纷

4.89%

征地拆迁 因征地拆迁引起的安置补偿诉求 23.34%

民生诉求
有关住房、教育、抚恤金、救助金等方
面的诉求

10.11%

公安信访
针对公安机关的信访,包括少量对公
安局交管局的信访

16.85%

历史遗留
发生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遗留问题,
如经租房、文革、知青问题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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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信访诉求
类型

信访诉求
次类型

说  明 占比

行政信访

咨询建议 咨询公共政策,提出公共管理建议 2.11%

复查复核
申请复查复核或对复查复核意见表达
不满

2.44%

干部检举
对干部(包括村干部、居委会干部)违
法违纪行为的检举

4.63%

非行政信访

民事纠纷 经济纠纷、相邻关系纠纷、邻里纠纷等 5.48%

劳动争议
关于工资、工龄、退休待遇等方面的
纠纷

6.91%

法院信访
针对法院的信访,主要包括不满法院判
决和要求法院执行判决这两大类诉求

12.89%

  3.信访强度。我们将信访强度操作化为两个指标,分别是信访人

数和信访次数。对 A市来访数据的分析发现,人们的平均来访次数是

11次,平均来访人数是2人。来访频率高意味着许多信访诉求难以得

到彻底办理。图2将来访诉求分为“行政信访”和“非行政信访”两类之

    

 

来访人数

图2 按诉求内容分类的A市群众来访的规模与频率(N=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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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看来访规模与来访频率。从中不难发现,来访规模与来访频率的

分布在两个类别的来访中没有大的差异。那些带着非行政信访类诉求

的群众,依然一次次地来到政府信访部门,而行政信访部门则一次次地

受理这类诉求,并一次次地转交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

五、群众来访类型与政府回应方式

什么类型的信访诉求更可能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 我们分别

在信访诉求与政府初次回应和二次回应之间建立统计模型,试图了解

信访的规模、频率,信访诉求的内容以及访民本身的性别年龄特征等因

素是否与政府的两种回应方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回归分析结果报告

于表3。

模型一分析了信访特征与政府初次回应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

初次回应有“告知”和“室谈”两种方式,以后者的回应更为积极。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信访的规模和频次都和初次回应是否室谈存在显著关

系,但非简单线性关系。具体而言:

信访人数的平方项与室谈呈倒 U 型关系。这意味着,随着信访人

数的增加,来访人得到室谈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但是当信访规模达到

一定程度后,来访人数越多,室谈的可能性反而越小。也就是说,一味

扩大信访规模并不一定能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

信访次数的平方项与室谈呈正 U 型关系。这意味着,当来访频率

足够高的时候,来访人有更大可能被室谈;但低频率的重复访不足以让

信访部门作出这等处理。换句话说,重复信访只有达到一定次数门槛

后才可能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

除此之外,未发现信访的其他特征,包括来访人特征以及信访诉求

的性质与是否室谈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

模型二分析了哪些因素与政府在二次回应中对信访事项采取交办

处理有显著关系。统计分析发现,在初次回应中得到室谈的信访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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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可能在二次回应中得到交办处理。在控制了初次回应方式后,来

访规模依然和是否交办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来访规模越大,

越有可能在二次回应中得到交办处理;政府对大规模来访的二次回应

方式不受初次回应方式的影响。信访的其他特征与政府的二次回应方

式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关系。

表3 对行政信访中政府回应方式的统计分析结果(N=1185)

模型一:初次回应 模型二:二次回应

初次回应(室谈=1)
3.581***

(1.099)

信访人性别(男=1)
0.176
(0.241)

-0.304
(0.557)

信访人年龄
-0.003
(0.067)

0.024
(0.161)

信访人年龄平方项
-0.000
(0.001)

0.000
(0.002)

信访人数
1.229***

(0.113)
0.131*

(0.065)

信访人数平方项
-0.017***

(0.002)
-0.001
(0.001)

信访次数
-0.099***

(0.027)
0.177
(0.915)

信访次数平方项
0.001***

(0.000)
-0.069
(0.164)

诉求类型(行政信访=1)
0.224
(0.285)

0.168
(0.631)

常数项
-3.723*

(1.836)
-8.081
(4.437)

  注:表格中汇报了回归系数和标准误,括号内为标准误。95%置信区间,
***p≤0.001,**p<0.01,*p<0.05。

综合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信访的各种特征中,信访强

度是唯一可能影响政府回应方式的因素。信访强度表现在信访规模和

信访频率这两个方面。其中,信访规模对政府回应方式的影响更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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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它不仅影响政府信访机关在访民来访现场的应对,还会影响信

访机关对该信访事项的后续处理。相比之下,信访频率更可能影响信

访机关在访民来访现场的初次回应,但须达到一定次数之后,这种影响

才能表现出来。

此外,虽然并没有具体的行政法规作出明确规范,但经验分析证明

信访机关对信访诉求的初次回应和二次回应之间存在非常强的关联。

初次回应中被室谈的来访事项极有可能在后续的二次回应过程中得到

交办处理。

六、结 论 与 讨 论

本研究对行政信访渠道中的来访现象进行分析,试图了解什么类

型的信访更有可能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研究发现,在诸多因素中,信

访强度———包括信访规模和信访次数是影响信访事项能否得到信访部

门更大力度办理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信访诉求的内容以及信访人

的个人特征都与政府回应方式无显著关系。就这个发现而言,本研究

与针对单个“特殊”信访事件的研究殊途同归。集体访之所以可以引起

信访工作机构的重视,跟这类事项涉及的人群规模、事项的复杂性,以

及事项潜在的稳定风险等因素不无关系。

但本研究有一个特殊点需要强调:很多文献研究的单个信访事件,

与本研究所分析的行政信访系统中的信访诉求在“处理结果”上有重要

差异。当某个上访事件或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人们预期的政府回应多

为“实质性”的回应,政府在此压力下,也需要拿出实在的处理办法和解

决方案。而当人们前往行政信访窗口上访时,情况有所不同。虽然在

访民一方,他们依然期盼政府给予实质性回应,但行政信访机构的处理

和回应更多是“程序性”的。当信访机构将群众来访诉求转交其他行政

机关时,就在程序上完成了主要工作。剩下的实质性处理则留待承办

机构去处理。承办机构对信访事项的具体处理还须经历少则数十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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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一两个月的时间。当承办机关将处理结果反馈给信访人时,信访工

作机构只做程序上的审查———比如,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合乎规范地

将正式处理意见反馈给了来访人,而不问实质性的结果———该来访问

题是否解决了。只有在“交办”的情况下,信访工作机构才会对承办单

位的具体处理意见作更加实质性的审核,但它们很难对承办单位作出

“指导”。很多情况下,完成程序审查之后,信访事项就算办结了。

行政信访的这种程序性回应在政府回应的强度上弱于群体性事件

中地方政府的实质性回应。也因为这一程序性特征使得进入行政信访

系统的不少信访诉求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人们于是再次前往信访机

构,再次提出同样的诉求,重复信访也就因此发生了。

行政信访系统中信访事项“办结”而未“终结”的现象导致大量重复

访在系统中出现。从冲突治理的角度来说,信访诉求迟迟不能终结可

能加剧信访人与信访机构之间的矛盾。但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行政

信访机构听取、受理、转办信访人的诉求,对许多信访人就已经是一种

压力缓解的机制。正如一位信访干部说的:“老百姓有的时候就是想来

诉说,在那样的时候,我们能耐心地听他们讲完,他们就已经心满意足

了。”①这可能也是中国信访独特的心理慰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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